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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 

的修辞意蕴① 

方坚伟 

摘 要：《史记》《汉书 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，数术叙事传承了《左传》的神秘化特征，是数 

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，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。《史记》《汉书))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，客观上 

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，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数术叙事过程中，蕴含了古代数 

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，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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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修辞，陈望道先生 《修辞学发凡》认为 ：“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 ：(甲)狭义，以为修 

当作修饰解，辞当作文辞解，修辞就是修饰文辞 ；(乙)广义，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，辞当作 

语辞解，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。”⋯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数术叙事过程中多运用意象性、隐喻性 

的表达方式，并不直接展现情感或形象世界，在数术文化的影响下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文学语言 

多用积极修辞和典型修辞格，表现为象征、隐喻、反讽、比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，并且形成了丰 

富的文学效果。 

一

、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数术叙事的积极修辞 

积极修辞是相对于消极修辞而言。消极修辞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修辞或弱化修辞，“记述的境界， 

如科学文字、法令文字及其他的诠释文等，都以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、事物的概况为目的。而要 

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、概况，就须把对象分明地分析 ，明白地记述。所以这一方面的修辞总是消 

极的，总拿明白做它的总目标。”⋯∞而积极修辞则是在描述事物的过程中运用修辞格以达到表情 

达意的生动化与形象化。简言之，消极修辞于内容上是传达简明扼要的信息给接受者，于形式上 

则是要求质朴，拒绝华丽的变形化的语词 ；积极修辞恰好相反，使用修辞格的目的在内容与形式 

上都希望追求体验式的审美。“积极的修辞 ，却要使人 ‘感受’。使人感受，却不是这样便可了事 ， 

必须使听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。”(1l 。叙事文学是通过故事或事件以传递感受，作 

基金项目：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“十二五”规划项目(立项编号：GD15CZW03)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 

资助成果 (立项编号：2015M582361)，广东外语外贸~@2015年校级科研项目立项资助成果 (立项编号：15Q22)。 

①关于 “数术叙事”，是指在 “天文、历谱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”等数术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叙事特点 ．参见 

本人拙文《<史记> (汉书>数术叙事形态论》(发表于《宁夏大学学报》2016年第4期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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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目的是要接受者产生共鸣，这是成功叙事的标准，当然这是就虚构叙事来说。 

对于史传叙事，由于人物传记的特点，作者必须在真实叙事的前提下将传主的生平事迹、思 

想性格展示于接受者面前，积极修辞不能仅仅是为体现作者的感情渲泄或语言能力而运用，而应 

当是服务于人物形象或事迹的张力 ；而消极修辞的运用，在古代史传中，则更多地体现为 《春秋》 

编年式史实载录。对于数术叙事来说，积极修辞则体现在叙事时修辞的意味。数术叙事由于其神 

秘文化背景的原因，语言往往不流于空洞乏味，常直接以作用于人的感觉表现出来，相人术、卜 

占、梦占均属于此类。相人术属于关联性思维方式，多以自然事物的属性与人性的相似处进行类 

比，故在叙事时总充满了生动形象之感。《国语 ·晋语》日 ：“叔鱼生，其母视之，日：‘是虎目而 

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餍也，必以贿死。’遂不视。杨食我生，叔向之母闻之，往。 

及堂，闻其号也。乃还。日：‘其声，豺狼之声。终灭羊舌氏之宗者，必是子也。”，f 叔鱼出生时， 

其母亲见其长得虎目猪口、鸢肩牛腹，便认为叔鱼将会因贪婪而致死，叔向之母通过杨食我的哭 

声如豺狼声从而判断其家族命运的下场，这些实际上是取动物属性类比于人的脾性。这样的数术 

叙事，诉诸于视觉、听觉，将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出来，这种积极修辞使人产生具体的联想，富于 

意味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在进行数术叙事时，也多类此。《汉书 ·荆燕吴传》日 ： 

已拜受印，高祖召濞相之，日：“若状有反相。”独悔，业已拜，因拊其背，日：“汉 

后五十年东南有乱，岂若邪?然天下同姓一家，慎无反 !”濞顿首日：“不敢。”【3I1 

显然，这是刘邦的心理战术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正如刘邦所担心的上演了。这里，用 “独悔” 

表现了刘邦的内心感受，“拊”的动作把刘邦那种复杂而又担心的心态表露无遗，也说明相人术在 

汉代的重要地位。再如梦占，主要是对梦境发生事情的形象描述。《史记 ·龟策列传》日： 

宋元王二年，江使神龟使于河，至于泉阳，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，置之笼中。夜 

半，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日 ：“我为江使于河，而幕网当吾路。泉阳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。 

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德义，故来告诉。”元王惕然而悟。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日：“今 

寡人梦见一丈夫，延劲而长头，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，来见梦于寡人日：‘我为江使于河， 

而幕网当吾路。泉阳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。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德义，故来告诉。’ 

是何物也?”[ l。 。 

这里通过梦境虚构了人龟对话的情景，宋元王夜梦神龟求救，此处将神龟拟人化，并借助其 

叙述话语道出了求助于宋元王的原因是由于 “王有德义”，而元王对于梦境事物的描述 “延劲而长 

头”“衣玄绣之衣”“乘辎车”，这些都是龟的形象描绘，以拟人的手法表现数术叙事。除此，数术 

叙事有象征、引语、隐喻等多种典型修辞格。 

二、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数术叙事的典型修辞格 

史传数术叙事运用象征手法来表现相关的数术概念或范畴。数术之学并不直接表达意义，而 

是需要掌握这种文化方法的专门人才，通过解读数术形式所蕴含的深层意思并进行还原，这种深 

层意思多以象征的方式存在。象征手法的运用往往透露的是司马迁、班固的哲学思想，而不仅仅 

是一种历史反映。梁启超说 ：“由是观之，其著书最大 目的，乃在发表司马氏 ‘一家之言’，与荀 

卿著 《荀子》、董生著 《春秋繁露》，性质正同，不过其 ‘一家之言’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。故 

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 《史记》，非能知 《史记》者也。” 相较 《史记》而言，《汉书》则个性色 

彩偏弱，正统观念持正。数术之学，从本质上说是形而上之术，古人运用数术认识并解释宇宙、 

自然、社会等领域是一类哲学思考方式，司马迁、班固作为官修史家，其目的不但在于实录历史， 

也通过史实表达个人人生思考，在叙事过程中，数术便以各类修辞格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如 “获麟”， 

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数术叙事中，“获麟”是以瑞兽的形式象征“仁政”与“王道”。刘向《说苑·至公》 

日 ：“人事浃，王道备，精和圣制，上通于天而麟至，此天之知夫子也。”l6I‘‘麟”成了孑L子所提 

倡的政治主张的象征。《史记 ·十二诸侯年表》曰：“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，莫能用，故 

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 《春秋》，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。”【4】5∞“麟”为瑞兽，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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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往往以此预示天下太平。杜预 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日 ：“麟者，仁兽，圣王之嘉瑞也。”[̈ “麟” 

的出现，实是借此对帝王政治的歌颂与褒扬，象征 “王道”始于孔子。《史记 ·孔子世家》日 ： 

鲁哀公十四年春 ，狩大野。叔孙氏车子 钮商获兽，以为不祥。仲尼视之，日： 

“麟也。”取之。日 ：“河不出图，洛不出书，吾已矣夫。”颜渊死，孔子日 ：“天丧予!” 

及西狩见麟，曰 ：“我道穷矣!”[411942 

孔子的悲叹，是对王道沦丧的感慨，“麟”在乱世出现，却是意味着不祥的预兆。反之，“麟” 

出现在盛世，则是一种祥瑞的象征。《汉书 ·武帝纪》日 ：“元狩元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畴。 

获白麟 ，作 《白麟之歌》。”[31174正是这一年获白麟，故改元为 “元狩”，可见，“获麟”的政治象 

征对于王权兴衰的意味是何其重要，尽管 “麟”极可能便是现实生活的某一种动物的政治异化， 

但是在神学化渐浓的武帝时期，这种政治象征对帝国统治无疑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，所以， 

后汉时期这种手段被多次使用。《后汉书 ·明帝纪》日 ：“是岁，澡湖出黄金，庐江太守以献。时 

麒麟、白雉、醴泉、嘉禾所在出焉。” l1̈又 《后汉书 ·安帝纪》日 ：“冯翊言甘露降频阳、卫。 

颍川上言木连理。白鹿、麒麟见阳翟。” 。 可见，两汉以 “麟”象征政治开明及兴盛的思想是非 

常普遍的，这也往往为数术家所采用并进行宣扬，除了这种政治象征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之外，在 

数术家眼里，“麟”也符合神兽的形象意蕴。 

数术叙事的象征修辞还体现在星占之中，星占属天文学，《汉志 ·数术略》“天文家”小序日： 

“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星 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” J】 星占有参政之用， 

统治者通过星象变化可以反省施政得失，并及时调整政事。日食代表 “阴侵阳”，象征凶兆，孑L颖 

达日 ：“日食，阴侵阳，臣侵君之象。”l9 日食在星占学中是不祥之星象，故古人厌恶日食，代表 

君臣秩序失常或水祸，认为这些是日食的人事表现。《史记 ·吕太后本纪》日 ： 

己丑，日食，昼晦。太后恶之 ，心不乐。乃谓左右日 ：“此为我也。”l4l4” 

吕后虽不称帝，但有帝王之实，司马迁将之列入本纪，便为此意，然而吕后毕竟自知其行为 

有违古训，对日食的自然现象出现是不高兴的，故吕后说 “此为我”，反映出其性格的刚毅与内心 

非常人所能及的特点。《史记 ·孝文本纪》日： 

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望，日又食。上 曰 ：“朕闻之 ，天生蒸民，为之置君 

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则天示之以蕾，以诫不治。乃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， 

适见于天，蔷孰大焉!朕获保宗庙，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，有朕一 

人，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理育群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，其不德大矣。令至， 

其悉思朕之过失，及知见思之所不及，匀以告朕。f4l4盟 

文帝以代王的身份被拥立继祚，其本人对鬼神之事颇是相信，也重视日蚀的警诫意义，由日 

蚀进而反思其政事的过失之处，并以之为施行新政的动因。这种以日蚀象征政事过失，也在 《汉书》 

中有记载 ： 

《汉书 ·宣帝纪》日 ：“夏四月辛丑晦，日有蚀之。诏日 ：‘皇天见异，以戒朕躬， 

是朕之不逮，吏之不称也。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，复遣丞相、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， 

举冤狱，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。”'I l2 

《汉书 ·元帝纪》日 ：“三月壬戌朔，日有蚀之。诏日 ：‘朕战战栗栗，夙夜思过失， 

不敢荒宁。惟阴阳不调，未烛其咎。娄敕公卿，日望有效。至今有司执政，未得其中， 

施与禁切，未合民心。暴猛之俗弥长，和睦之道 日衰，百姓愁苦，靡所错躬。是以氛邪 

岁增，侵犯太阳，正气湛掩，日久夺光。乃壬戌，日有蚀之。天见大异，以戒朕躬，朕 

甚悼焉。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。”，l 

《汉书 ·元帝纪》日：“戊寅晦，日有蚀之。诏日：‘盖闻明王在上，忠贤布职，则群 

生和乐，方外蒙泽。今朕畸于王道，夙夜忧劳，不通其理，靡瞻不眩，靡听不惑，是以政 

令多还，民心未得，邪说空进，事亡成功。此天下所著闻也。公卿大夫好恶不同，或缘奸 

作邪，侵削细民，元元安所归命哉!乃六月晦，日有蚀之。《诗》不云摩?今此下民，亦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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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哀!自今以来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，慎身修水，以辅朕之不逮。直言尽意，无有所讳。”'l 

《汉书·成帝纪》日：“冬十二月戊申朔，日有蚀之。夜，地震未央宫殿中。诏日：‘盖 

闻天生众民，不能相治，为之立君以统理之。君得道，则草木昆虫成得其所；人君不德， 

谪见天地，灾异娄发，以告不治。朕涉道 日寡，举错不中，乃戊申日蚀地震，朕甚惧焉。”'l 

从 《汉书》载录的史料可得出，西汉的日蚀现象出现得较多，逢日蚀发生，皇帝便会发布诏告， 

将日蚀与政事施行联系起来对待，这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具体表现。从文学修辞来看，Et蚀象 

征政事缺失，是以自然现象对应社会行为的表现。一方面，这种象征意义蕴含文化意味，日为阳， 

蚀之为阳侵阳，则为阴阳思想的自然现象具体化 ；另一方面，日蚀象征帝王自身的德行是否顺应 

天命，对帝王有警示作用，故下诏以反省。 

数术叙事中多以隐喻方式再现事件，作为历史传记而言，史官不可能将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 

事件全部还原出来，也不可能纯粹写实地表现传主本人及其事件，只能通过部分事件表现整体事 

件、此事件与彼事件之间的联系。国外历史学家认为 ：“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 

模式，同时也是隐喻I生叙述，表明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约定俗成的叙事类型是相似的，这个叙 

事类型通常用来赋予生活中的事件以文化意义。”ll。。海登 ·怀特所指的这种历史叙事的隐喻性叙 

述，揭示的是文化背景是架起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，离开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，是无法完成 

文本理解的。以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人叙事为例，是基于汉民族对相人术的共同认识为前提的，其 

背后的理解原理所采用的就是隐喻修辞，而这种关联性靠的是读者的联想。如龙颜、美须髯、日 

角、龟背、大目等相人术语聚合在一起，令人想至的便是帝王、富贵之相；而蜂准、挚鸟肩、露眼、 

豺声 ，自然便是凶恶面相代表。 

《史记 ·秦始皇本纪》日 ： 

秦王为人蜂准，长目，挚鸟肩，豺声少恩，而虎狼心。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l3J23。 

《汉书 ·王莽传》日 ： 

莽为人侈口蹶颈，露眼赤精，大声而嘶，长七尺五寸，好厚履高冠，以麓装衣，反 

膺高视，瞰临左右。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，或问以莽形貌，待诏日：“莽，所谓鸱 

目虎吻，豺狼之声者也，故能食人 ；亦当为人所食。”问者告之，莽诛灭待诏，而封告者。 

后常翳云母屏面。 ’ 惶 

如果将以上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描写秦始皇、王莽外形的关键词抽离出来，其并没有隐喻的特征， 

但是，当这些词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一结合便具有了形象化的人物表征。而这种隐喻所依据的认识 

基础在于人们对于 “喻体”的文化认同，相人术多用动植物或图腾综合体来表现人的外貌与命运 

之间的联系，这种体认方式与汉代谶纬的深人民心的灌输有一定关系。帝王将相的相貌多借用纬 

书，如前述刘邦为代表的两汉帝王面相的描述，在纬书中就有相对应的刻画。《春秋纬合诚图》日： 

“伏羲龙身牛首，渠肩达掖，山准 日角， 目珠衡，骏毫鬣鼠，龙唇龟齿，长九尺有一寸，望之广， 

视之专。”  ̈]762又 《孝经援神契》日 ：“伏羲大目，山准日角，衡而连珠。”【1 隐喻的理解就在 

于文化的同一，数术叙事的数术之学本身就是一类共同的文化体系，所以，在隐喻修辞中，这种 

文化关联很 自然便能达到表情达意的需要。 

三、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数术叙事的修辞艺术特色 

(一 )叙事寓论断 

古代史书常通过预言、占b、人物对话等方式将结论隐伏于叙事之中，《左传》始用之，而频 

繁使用这种方式的是 《史记》及 《汉书》，借助数术之学固有的全知视角特征，将 “叙事寓论断” 

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顾炎武 《日知录》卷二十六日 ： 

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。惟太史公能之。《平准书》末载 

卜式语，《王翦传》末载客语，《荆轲传》末栽鲁句践语，《晁错传》末载邓公与景帝语，《武 

安侯田虫分传》末载武帝语，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。后人知此法者鲜矣，惟班孟坚 
177 



 

间一有之。如 《霍光传 》载任宣与霍禹语，见光多作威福 ；《黄霸传》载张敞奏，见祥 

瑞多不以实，通传皆褒 ，独此寓贬，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。l1 

顾炎武认为班固对司马迁 “序事中寓论断法”是有继承的，也只有班固领会了司马迁之法， 

实际上，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具有多样化。白寿彝说 ：“司马迁 ‘序事中寓论断’的最好的例子， 

不一定是放在篇末，而往往是在篇中 ；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，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 

评论 ；不一定用正面的话 ，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 ；不是光用别人的话，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 

事例。”[1 梁启超 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·年谱及其做法》日 ：“据事直书，不必多下批评。一定 

要下批评，已是第二流的角色。譬如作传，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，不下一句断语，而能令读者自 

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，那才算是史才。”【14]《史记》叙事过程中正如梁启超所言，特别是与 

数术之学相关的历史叙事中，就直接预示了事件结局或判断，《汉书》也是如此。 
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寓论断于数术叙事之中，通常都是暗合人物的结局或事件的发展趋势，数术 

作为一种超现实的文化现象，使得 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历史叙事前后情节的统一。如 《史记 ·樗里 

子列传》叙述樗里子的堪舆预言与汉代宫殿选址的一致 ： 

昭王七年，樗里子卒，葬于渭南章台之东。日：“后百岁，是当有天子之官夹我墓。” 

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，故俗谓之樗里子。至汉兴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 

央宫在其西，武库正直其墓。秦人谚日：“力则任鄙，智则樗里。”[4]2310 

由此可见，堪舆在汉代已经得到重视，特别是墓地的选址是经过精心挑选，如韩信卑微之时， 

仍然要为其母亲选择符合荫蔽子孙的风水之地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写韩信葬母选址的与众不同： 

太史公 日 ：吾如淮阴，淮阴人为余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，贫 

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，良然。_4 J2∞ 

韩信未显达时，在选择葬母的风水中已经暗合了其志向的远大与日后 “可置万家”的成就， 

淮阴人都认为韩信的发迹与风水有关系，司马迁对于这种说法是肯定的。 

《汉书 ·霍光传》日：“光为人沉静详审，长财七尺三寸，白皙，疏眉目，美须髯。 

每出入下殿门，止进有常处，郎仆射窃识视之，不失尺寸，其资性端正如此。初辅幼主， 

政 自已出，天下想闻其风采。”[3]3933 

霍光作为昭帝时期的权臣，《汉书》通过对其相貌的描写，结合其平时进出殿门的动作，将其 

谨小慎微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，霍光所以能权倾朝野的原因则在叙述过程中不言而喻。 

《汉书 ·高帝纪》日 ：“高祖尝告归之田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，有一老父过请饮， 

吕后因储之。老父相后日 ：‘夫人天下贵人也。’令相两子，见孝惠帝，日：‘夫人所以 

贵者，乃此男也。’相鲁元公主，亦皆贵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适从旁舍来，吕后具言客有过， 

相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，日 ：‘未远。’乃追及，问老父。老父日 ：‘乡者夫人儿子皆 

以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’高祖乃谢日：‘诚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’及高祖贵，遂不知老父处。”_3 

《史记》与 《汉书》都采信该材料，这更像是民间传言，这种传言入正史纯粹是出于为刘氏 

皇朝的合法性制造天命依据，但是，不管是 《史记》还是 《汉书》都采纳了这个材料，说明当时 

对于刘邦的这种神化，是出于一种顶层政治设计的需要，并最后为史官所接受并再创造。在这个 

叙事过程中，实质上已将刘邦获取天下的结论进行了神异化归纳，简直便是小说的手法，这恰是 

司马迁之能耐所在，从数术叙事中暗含着其思想判断或政治意图。 

(二 )刻画人物言简意丰 

章学诚 《文史通义 ·古文十弊》日：“叙事之文，作者之言也。为文为质，惟其所欲，斯如其 

事而已矣。记言之文，则非作者之言也，为文为质，期于适如其人之言，非作者所能自主也。”ll 

专注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 《史记》和 《汉书》的显著特点，尤其是人物身份与语言的匹配，这 

就是章学诚所说的 “适如其人之言”，如刘邦与项羽同样遇见秦始皇出巡盛况，刘邦是 “喟然太息 

日 ：‘大丈夫当如此也!”'l 13“而项羽是 “彼可取而代也”l4】2％言语之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情， 

符合刘邦与项羽的出身背景及成长特点。在相人叙事中，往往运用片言只语的外貌形容便能将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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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性格勾勒出来。《汉书 ·陈平传》日 ： 

平为人长大美色，人或谓平 ：“贫何食而肥若是?”其嫂疾平之不亲家生产，日：“亦 

食糠疑耳。有叔如此，不如无有!”伯闻之，逐其妇弃之。及平长，可取妇，富人莫与者， 

贫者平亦愧之。久之，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，五嫁夫辄死，人莫敢取，平欲得之。邑中 

有大丧，平家贫侍丧，以先往后罢为助。张负既见之丧所，独视伟平，平亦以故后去。 

负随平至其家，家乃负郭穷巷，以席为门，然门外多长者车辙。张负归，谓其子仲日：“吾 

欲以女孙予陈平。”仲日：“平贫不事事，一县中尽笑其所为，独奈何予之女?”负日：“固 

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?”卒与女。[3]2038 

按相人术而言，陈平为俊美男子，对张负的女孙的五次亡夫的婚姻毫不畏惧，这是常人婚姻 

经历中少有的选择，张负坚持将女孙嫁给陈平的理由则是认为像陈平长得如此美男的人，是不可 

能长久贫困的，定有飞黄腾达之日。可见，汉代时期相信外貌决定一个人的仕途命运。《陈平传》 

对于陈平的外貌只用了四个字 “长大美色”，意味深远，对于读者而言则充满了想象空间。有时， 

通过人物简要的对话，也就寓示了人物的命运。如蒯通以相人术策反韩信，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日： 

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，欲为奇策而感动之，以相人说韩信日：“仆尝受相人之术。” 

韩信日 ：“先生相人何如?”对日：“贵贱在于骨法，忧喜在于容色，成败在于决断，以 

此参之，万不失一。”韩信日：“善。先生相寡人何如?”对日 ：“愿少闲。”信日：“左 

右去矣。”通日 ：“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又危不安。相君之背，贵乃不可言。”【412 

汉代相人术在社会各阶层流行，蒯通利用相人之法说服韩信自立平分天下，但是，韩信未采 

纳蒯通的建议，韩信认为 ：“汉王遇我甚厚，载我以其车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闻之，乘 

人之车者载人之患，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，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”『4l2酏 蒯 

通以相人术的 “骨法”“容色”引出成败之论，以背为谐音劝其背叛刘邦，巧辩之功力犹见先秦纵 

横家之遗风。 

综上所述，数术叙事作为一种超现实的文学手法，严格来说，这与以真实性为原则的历史叙 

述是格格不入的，由于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固有特点，数术文化在史传叙事中的渗透，使得叙述 

人获得了全知的叙述视角，同时，运用相人术、望气术等数术手段在表现人物形象时，不可避免 

地形成了意象化特征，这种叙事手段同时也具有象征、隐喻等审美修辞意蕴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 

数术叙事使得汉代史传文学效果更加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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